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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意識型態談日治時期臺灣

兒童文學的書寫 
　邱各容 ◎ 兒童文學史料工作者

　　　　　　　

日治時期在整個臺灣兒童文學發展史上是一個極待開發的「空白」。這段「共生的歷史」

卻是臺灣兒童文學發展史上的關鍵期，也是以臺灣為主體的兒童文學啟蒙的初始階段。

過去一般總認為臺灣兒童文學是從臺灣光復後才開始的，雖然趙天儀、李雀美等都曾經發

表有關光復前臺灣兒童文學的文章，也或多或少提到一些有關日治時期的文獻，但都是點到為

止。筆者過去曾在〈日治時期臺灣兒童文學勾微〉一文中（注1）提到若干日治時期有關臺灣兒

童文學的新文獻，在《臺灣兒童文學史》一書中（注2）提出更多文獻，證明在那段「共生的歷

史」，臺日兒童文學工作者已經為臺灣的兒童文學發展奠定了基礎，這是一段不容忽視的歷史

見證；經過筆者的努力蒐集，有越來越多的文獻，更能彌補過去所謂的「空白」。

筆者希望從「意識型態」的面向，探討在日本殖民政策下的共生主義所發展出來的臺灣兒

童文學，其重要性不只在證明歷史雖然已經成為過去，也還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同時也為

重新建構臺灣兒童文學的分期，提供更為具體而充實的文獻資料。

日本殖民統治當局從初期的「懷柔政策」到後期的「高壓政策」，臺日兒童文學工作者如

何在「共生的歷史」中建構臺灣兒童文學？臺灣新文學作家及臺灣新文學運動，在臺灣兒童文

學發展過程中的角色扮演為何？日本兒童文學工作者又是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無論是日本居臺

的兒童文學工作者或是臺灣在地的兒童文學工作者，他們所抱持的意識型態究竟為臺灣兒童文

學的啟蒙期奠定什麼樣的基礎？這是本文所要探討的重點。

一、文學與意識型態

培利．諾德曼（Perry Nodelman）在其《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一書中提到：

「歷史上同一時間所書寫的文本，因作者皆有共同的意識型態情境，因此，彼此之間往

往有許多共通處；同一個國家所書寫的文本也是如此。如果我們知道一些歷史事件或某種文化

的特徵，就可以有趣的看出文本和書寫時間及地點的關聯。」（注 3）上述培利．諾德曼是就

「歷史與文學」的面向探討產生文學作品的相應關係。他認為對於產生文學作品的文化或歷史

有稍許了解，對於文學作品就能夠有進一步的理解。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對於日治時期的歷

史與文化有稍許了解，那我們對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兒童文學作家與作品也就會有進一步

的認識與了解。

西元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國勢日漸強大，遂有所謂「北進」與「南進」的國土伸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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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而朝鮮及臺灣就成為其獵取標的。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積弱不振又不堪一擊的清廷不

敵船堅炮利的日本而慘遭敗北，遂於第二年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及澎湖群島割讓給

日本，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從1985年5月起至1945年10月止，日本殖民臺灣共 50 年又 4 個月，這

段期間統稱為「日治時期」。

日本以殖民地的壓迫手段，做為「治理臺灣」的策略。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

等方面，採取「差別待遇」與「歧視」的態度，視臺灣人族群為其附庸的群體；同時並以美麗

謊言的「一視同人」等口號，哄騙臺灣人民，無形中刺激臺灣人意識型態的建立，也是引發抗

日思潮及抗日運動的主要原因。

當日本擠入帝國主義國家的行列，初次「領臺」，一方面因為缺乏殖民統治的經驗，在

面對具有悠久傳統文化的臺灣人族群，究竟要採取何種統治措施？既迷茫又徬徨；另一方面，

對臺灣各地風起雲湧的抗日活動，除了以武力鎮壓，還建立所謂的殖民地行政體制，用以「安

撫」臺灣人族群，藉以鞏固其開發臺灣的基礎，此一時期稱之為「綏撫時期」（1895年5月至

1919年10月）。其後又歷經兒童文化活動頻繁的「同化政策時期」（1919年10月至1936年9月）以

及高壓取締漢文雜誌的「皇民化時期」（1936年9月至1945年10月）。

從不同時期的名稱可以反映出不同的殖民政策。從「懷柔」到「高壓」，這樣的意識型態

轉變的殖民政策，也同時反映在文學（兒童文學當然也包括在內）上面。日本殖民政府，在臺

灣推行「國語教育」政策，兒童文學被視為最沒有政治煙硝味的文化統戰工具，無論是統治階

層的總督府，或是半官方性質的教育會，以及居臺日人作家，還有全臺各地成立的各種兒童文

學團體，經由他們的努力與用心，彩繪出日治時期臺灣兒童文學圖像。

為了對臺灣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了解，以便有效推行殖民政策，殖民政府對臺灣人族群的

習慣進行全面性的調查與蒐集。在「綏撫時期」反映在兒童文學方面的計有臺灣少年社臺南支

局發行的《臺灣少年》（注4）、臺北若草會刊行的《若草》（注5）。在「同化政策時期」有

《臺灣童話五十篇》（注6）、《童謠傑作選集》（注7）、《蕃人童話傳說選集》（注8）。在

「皇民化時期」有《七娘媽生》（注9）、《七爺八爺》（注10）、《鯨記》（注11）等。

雖然日治時期臺灣兒童文學及兒童文化幾乎清一色是日本人的文學世界，但是，透過日本

兒童文學也讓臺灣不至於淪為世界兒童文學的邊陲，免於和世界兒童文學脫鉤。與此同時，臺

灣人在《臺灣教育》雜誌也曾發表數十首的童謠作品以及有關童話教育的論述性文章；臺灣公

學校學童在《臺灣日日新報》所發表的童謠作品等，在在說明日治時期臺灣兒童文學也有臺灣

人的努力和心血在內。雖然他們的作品量無法和居臺日本作家相提並論，但不能說日治時期沒

有臺灣本地作家的兒童文學作品。換句話說，處在日本殖民統治當局的殖民政策，臺灣和日本

的文學工作者儘管彼此的意識型態（殖民／被殖民）不盡相同，但在「共生的歷史」此特殊情

況下，卻能夠共同為臺灣兒童文學的啟蒙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撇開政治因素，他們共同的志

趣—為兒童寫作，是彼此一致的意識型態。就是依止在這樣的共同意識型態，使日治時期的

臺灣兒童文學不致流於「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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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重文化主義

朗裘布（Ron Jobe）說：「任何切入文學作品的方法或真正的多重文化主義，其主要部分都

應該放在人們之間的共通性和相似性，而不是差異性。」（注12）若照朗裘布的說法，放諸於

日治時期在「共生的歷史」中締造臺灣兒童文學的臺日兒童文學工作者，他們雖然來自不同國

家民族，雖然身分不同，但是這樣的差異性並無礙於他們之間對兒童文學寫作的共通性和相似

性。特別是在童謠創作方面，日本作家宮尾進不但是童謠作家，也是一名報刊編輯。他從當時

的《臺灣日日新報》（注13）〈兒童新聞〉所刊載的小學校的日本學童，以及公學校的臺灣學

童的童謠作品中，選出具有藝術性的作品共三百多首編輯成書，名為《童謠傑作選集》。

宮尾進對《童謠傑作選集》的編選主要依據兩個原則，一是同一個人若作品很多，則選較

具代表性的作品；二是同一種類主題的作品太多，則選較具藝術性的作品。他是日本人，但其

所編選的《童謠傑作選集》並沒有種族的偏見，純粹是針對作品的優劣作為選取的主要依據，

也就是說，他重視的是學童在「童謠創作」這點上的共通性和相似性，而非種族上的差異性。

此外，在日本人柴山關也編著的《合歡樹》（注14）（童謠誌）中，除了刊行成人童謠作

品外，另有八位從三到五年級的臺灣學童作品在內。《合歡樹》和《童謠傑作選集》都是日本

人編輯的刊物，前者是童謠誌，以刊行童謠作品為主；後者是童謠作品集。前者主要以學童作

品為主；後者以成人作品為主。前者是文集；後者是雜誌。儘管有這三種的差異性，但是「童

謠」卻是它們所擁有的共通性和相似性。雖然他們因為政治因素而有殖民／被殖民的符碼，但

這無礙於他們為孩子創作童謠的「初衷」。固然也因為殖民統治當局積極推廣「童謠運動」的

政策驅使下，使得這些成人作家以及小（公）學校的學童紛紛投入童謠創作的行列。更因為

童謠創作對學童的「國語教育」的確具有加分的作用，讓臺灣的學童能夠更迅速有效的學習日

文，藉以達成「國語教育」的目的。

在「多重文化主義」的催化下，由臺灣知識份子創辦的《臺灣民報》曾經轉載過大陸作

家魯迅翻譯的俄國盲作家愛羅先珂（注15）（1890-1952）的童話作品，先後是1925年6月11日的

〈魚的悲哀〉（《臺灣民報》第57號）以及同年9月6日起的〈狹的籠〉（《臺灣民報》第69-73

號）。在日治時期這樣特殊的時空，臺灣人還可以閱讀到大陸作家所翻譯的，以中文呈現的俄

國作家的童話作品，這在臺灣兒童文學發展史上的確是一件罕見的事。

愛羅先珂是一位充滿人道主義色彩的作家。〈狹的籠〉是描寫一隻老虎屢次為人類、其他

動物解開奴隸的桎梏，讓大家得享自由；然而，關在柵欄裡的綿羊、困在水缸裡的魚、囚在籠

子裡的金絲雀，卻沒有一個願意回到寬廣的林野、汪洋的大海、茂密的森林，牠們都認為沒有

什麼比「自由」更危險的了。至於不幸的人類，則幽禁在無形的、難以摧毀的宗教信仰和倫理

節操的束縛下。牢籠是「不自由」的象徵，狹窄的牢籠更令人有透不過氣的感覺。最後，老虎

黯然神傷，認定人類是卑鄙的奴隸，而動物則是可憐的人類的奴隸。

作者不斷透過老虎的行動，呼喚所有被奴役的人和動物起來掙脫枷鎖，恢復自由。但是牢

籠無所不在。奴隸心態一日不滌除，永無真正自由之日。這篇童話作品的旨趣就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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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篇〈魚的悲哀〉，是一篇感人至深的童話作品。描寫魴魚的兒子福納塔羅奮力追求一

個沒有冬寒、沒有飢餓貧困的「另一個世界」，卻因為人類的濫捕生物，致使福納塔羅不滿於

「所有的昆蟲鳥獸和魚只是為了人類的需要才被創造」這樣的命運，以身殉道，希望人類不要

再去觸犯其他生物。全篇故事明顯隱喻另一個問題：人類的侵略行為，對所有的生物來說，遠

比大自然惡劣的環境還具有壓迫感和毀滅危機。〈魚的悲哀〉正是悲哀這一個不公平的命運。

這段時間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民主自由思潮風靡於世，民族自覺觀念瀰漫全球；再

加上臺灣民智大開，民族意識覺醒，日本殖民當局遂因勢利導，採取「同化政策」。在「同化

政策」的因應下，魯迅的翻譯作品始得以「轉載」形式出現在《臺灣民報》，而這也是在「多

元文化主義」下所產生的一段插曲。

《臺灣民報》是日治時期臺灣人唯一的發聲媒體，當年它之所以「轉載」魯迅翻譯的俄國

童話作品，筆者認為透過〈狹的籠〉和〈魚的悲哀〉這兩篇愛羅先珂的兒童文學作品，表面上

似乎只是透過中國作家介紹俄國作家的童話作品，實質上應該是透過作品傳達一種訊息，那就

是希望臺灣人能夠凝聚文化抗日的民族情結，灌輸臺灣人敵愾同仇的民族意識。那種「文化抗

日」的意識型態隱藏在兒童文學作品之後，這中間夾雜著臺、日、中、俄等國家地區複雜的多

元文化，在臺灣兒童文學發展史上的確是一種別開生面的特殊文化現象。

日人童謠作家日高紅椿在臺灣作家成立的「臺灣文藝聯盟」所創辦的《臺灣文藝》雜誌，

發表過他的童謠集〈馬廄〉和〈秋景〉；臺灣文學少女黃鳳姿，在居臺日人作家成立的「臺灣

文藝家協會」所創辦的《文藝臺灣》，發表她的散文作品〈臺灣的粽子〉等。雖然是被殖民統

治，但是臺日作家透過文藝雜誌，彼此還是保持相當的互動性，就因為這種「互動」，為日治

時期臺灣兒童文學保留非常珍貴的史料及文獻，為後世的史料研究提供有利的線索及文化遺

產，他們的付出和貢獻，讓日後研究臺灣兒童文學者有跡可尋。

但是，在另一方面，就「作者的意識型態能沒有種族歧視，但潛意識是否還是有種族歧視

的意識存在？」這個面向而言，以日高紅椿和窗‧道雄兩人為例，他們都是童謠作家，在創作

心態上卻截然不同。日高紅椿顯然保有殖民者／被殖民者的高姿態和優越感，他認為臺灣沒有

具代表性的獨特色彩，導致他的作品無法表現臺灣特色。但是窗‧道雄的作品卻充滿臺灣民情

風土，因為他融入臺灣在地生活。他的平易近人，和日高紅椿的高傲態度顯然有天壤之別。

窗‧道雄視臺灣為他的「第二故鄉」，因父親工作的關係，1919 年方 10 歲的他移居臺灣，

直到他日後接到出征令前往南洋為止，他在臺灣居住時間長達二十四年之久。換句話說，臺灣

是他經歷童年、青少年、就學、就業、結婚和戰爭等人生大事的舞臺。窗‧道雄的作品中，處

處可見「萬物生而平等」、「自我認同」等意識。1941 年的「皇民化時期」，由總督府情報部

出版的《輕鬆掌握青少年劇腳本集》（注16），原本是為了讓臺灣的孩童從小就養成「優秀的

日本人性格」而出版。窗‧道雄的劇本《兔子阿吉和烏龜阿吉》卻以幽默的方式描述龜兔第二

代賽跑的狀況，其結局是在貍貓的協助下，烏龜和兔子在眾人面前和好，承認彼此從造物者那

裡領受不同的身體構造，各具特色與才能。體認「自己能夠身為自己是一件多麼幸福的事」，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民國96年4月號．29 

這種意識型態和總督府的態度完全南轅北轍。雖身為統治者族群，但在窗‧道雄的作品中見不

到統治者的驕傲，相反的，他堅信「萬物生而平等」的平等觀。《兔子阿吉和烏龜阿吉》，不

啻為對當時的政府以及社會潮流的控訴和反諷。

三、文化的純粹性與複雜性

在後殖民論述中，Bhabha和Fanon兩人對於文化的形成，分別提出不同的觀點。前者一方面

強調保存既有的文化形式，亦即強調一種純粹與正統的文化。例如在日治時期雖然有所謂的

「新舊文學之爭」，但畢竟還是中華文化的傳統。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以多元文化主義為基礎

的文化多元性，強調保存個別文化，而非鼓勵文化混合。日人片崗巖編輯的《臺灣風俗誌》

（注17）、瀨戶尾寧和鈴木質兩人合編的《蕃人童話傳說選集》兩部書，前者是有關臺灣人的

風俗習慣與童謠等的蒐集整理；後者是有關原住民的神話傳說。這兩部書多少也保留了漢民族

和臺灣原住民的文化，透過蒐集整理，既保留個別文化，也無文化混合的問題。

至於《臺灣民報》轉載中國作家魯迅譯自俄國盲作家愛羅先珂童話作品〈狹的籠〉和〈魚

的悲哀〉，我們無法證明魯迅的這兩篇童話譯作是根據俄文或是日文翻譯而成的，只知道愛羅

先珂和魯迅都曾在日本待過。在以日文為主的日治時期，將俄國童話作品譯成中文在中文報紙

轉載，的確展現出一種Bhabha所謂的「文化複雜性」（注18）。

相較於Bhabha所主張的「文化複雜性」，Fanon則傾向於推崇將「文化純粹性」（注19）作

為一種在殖民地重新建構本土文化的構想，以便喚醒被殖民者的文化意識。他也肯定本土文化

與知識份子在建構國家文學中的重要地位。日治時期處身在臺灣新文化運動中的新文學作家，

幾乎都是知識份子，不是留學日本，就是留學中國。他們雖然身在海外，卻更關心故鄉。他們

透過各種努力，成立文學社團、創辦報刊雜誌、創作兒童文學作品（民間童話、童謠等），企

圖喚醒同樣是被殖民者的文化意識，進而達到「文化反日」的民族意識。

雖然這些新文學作家的作品多半是成人文學，但是作品中不乏兒童形象的書寫。以林越峰

用中文寫作的童話作品〈雷〉（注20）和〈米〉（注21）為例，〈米〉強調稻米是農民辛苦努

力的結果，不是統治者的賜與。〈雷〉旨在說明電的產生是自然現象，藉以打破迷信，而這也

是日治時期唯一以中文寫作的童話作品。

至於其他的新文學作家如巫永福的一首〈祖國〉，中間有一段這樣寫著：

風俗習慣語言都不同／異族統治下的一視同仁／顯然就是虛偽的語言／虛偽多了便會有苦

悶／還給我們祖國啊／向海叫喊‧還我們祖國啊！（注22）

從巫永福的這首新詩—〈祖國〉中，強烈的述說臺灣知識份子的苦悶。意識型態總在

不知不覺的情況下產生，在日治時期的許多作家與作品，由於異族統治而凝聚出強烈的民族意

識，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在殖民政策的共生主義下，臺日兒童文學工作者為臺灣兒

童文學的啟蒙共同付出了他們的努力和心血，也是不爭的事實。

◆ 結語

從意識型態談日治時期臺灣兒童文學的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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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前後共歷 50 年 4 個月，佔臺灣兒童文學發展史的一半，我們能不重視此一時期

的兒童文學發展？而「意識型態」的呈現和臺灣兒童文學的發展可說是如影隨形，從初期武官

統治的「撫綏時期」，歷經中期文官統治的「同化時期」，到末期回歸武官統治的「皇民化時

期」，可從「高壓」—「懷柔」—「高壓」的過程中，突顯殖民統治者不同的意識型態。

在殖民政策下推行的「國語教育」，主要目的在教育被殖民的臺灣孩童將來成為良順的日

本國民。為什麼受過日本教育的臺灣青年會成為日後「文化抗日」的先鋒部隊，這純粹是民族

意識使然。他們的作品也是以「文化抗日」作為共同的圖騰與符碼。而「文化抗日」就是新文

學作家展現意識型態的主軸。

意識型態可以凝聚一股向心力，無論是臺灣作家或是居臺的日人作家，他們拋開民族的

仇恨，突破身分的藩籬，以兒童文學為中心，共同為日治時期的臺灣兒童文學貢獻一份心力，

在十九世紀末期，為臺灣兒童文學的啟蒙期揭開隆重的一頁，換句話說，「日治時期」是臺灣

兒童文學的啟蒙期，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更由於日治時期臺灣兒童文學的文獻資料陸續被發

掘，臺灣兒童文學的建構與分期有必要進行重新的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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